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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以 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

欧阳哲生

　　摘　要:《新青年》 从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理论刊物 , 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

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 。刊物同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书信往来交换对编辑

办法和办刊方向的意见 , 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演变和交谊变化 。通过对 《新青年》

前六卷之编辑 、陈独秀赴沪后编辑办法之初议 、从八卷一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

组所主控 、陈独秀离沪后编辑办法之再议 、 陈独秀等对胡适与研究系关系之怀疑

及最后成为中共理论刊物诸环节考察 , 可系统显示 《新青年》 之编辑演变过程 ,

订正诸多不够确切的提法。

关键词:《新青年》 　陈独秀　胡适　同人书信　编辑演变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系 2002 年 4月 6日笔者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亚洲学年会时 , 前往胡祖望先生处拜

访拍摄所得。在整理这组书信的过程中 , 得到耿云志 、 杨天石 、 沈寂 、 陈漱渝诸位先生的帮助和指教 ,

在此谨致谢忱。

①　有关 《新青年》 的分期众说纷纭 , 参见傅斯年:《陈独秀案》 , 《独立评论》 第 24 号 , 1932 年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上册 , 北京:三联书店 , 1978 年 , 第 36

页;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 香港:三联书店 , 1992 年 , 第 18—19 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

代出版通史》 第 2 册 , 北京:华文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109 、 118、 137 、 140 页。由于划分标准不一 ,

对 《新青年》 分期 (特别是前九卷)的歧异很大 , 笔者认为应以编辑 、 作者变化为划分标准。

《新青年》 1915年 9月 15日创刊 , 1926年7月 25日终刊 , 历时十年十个月零十天 , 经历四

个阶段。从第一卷至第三卷 , 由陈独秀 “主撰” (1915年 9月 15日至 1917年 8 月 1日), 作者

主要是皖籍学人 。四 、五 、六卷 (1918 年 1 月 15 日至 1919 年 11月 1日), 由同人轮流编辑 ,

作者主要为北大教员和学生。七 、 八 、 九卷 , 是过渡阶段 , 从第七卷 (1919年 12月 1日)重新

由陈独秀主编 , 到第八卷 (1920年 9月 1 日)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 , 逐步从同人刊物

向党刊过渡 , 作者则是原北京同人和上海编辑部同人并存 。1923年 6月复刊后的 《新青年》 (季

刊), 是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 , 作者主要为中共党内年轻的理论家 。①

四个阶段中第一 、二 、四阶段编辑变更时并无波澜 , 唯第三阶段 《新青年》 南北同人内部

产生了分歧和争议。《新青年》 从同人刊物转变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

物 , 是五四时期一个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意味着杂志本身办刊宗旨及内容的

重大变化 , 而且反映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刊物的主导者 , 预示着 “五四” 后中国新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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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有可能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新青年》 同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意见 , 反映

了他们的思想演变和交谊变化 , 故这一过程一直广受研究者关注 。本文以已公布的 《新青年》

同人来往书信和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为主要材料 , 参照其他文献 , 相互印证 , 力图真实重现

这一历史过程 , 对过去一些不够确切或似是而非的提法加以订正。

一 、 《新青年》 前六卷之编辑 、 发行

《新青年》 之编辑 , 第一卷未具名 , 但主编或主撰为陈独秀 , 则无可疑。第二 、 三卷具名

“陈独秀主撰” (并非人们所常用的 “主编”)。有论者认为:在章士钊等协助下 , 《新青年》 开始

招股 , 酝酿合办同人杂志 。根据是 1917年 1月 13日汪孟邹复胡适信。① 至于 《新青年》 何日成

为同人刊物 , 尚难确定。估计在 1917年 6—7月间 , 最早的社员可能是高一涵等 , 钱玄同 、 胡适

等加入肯定要在其后 。1917年 8月 1日三卷六号刊登陈独秀复钱玄同信 , 内有 “待同发行部和

其他社友商量同意 , 即可实行” 一语 , 证明此时已有社友 , 而钱玄同当时则不是。② 1917年 10

月 16日刘半农致钱玄同信提到:“先生试取 《新青年》 前后所登各稿比较参观之 , 即可得其改

变之轨辙 。 ……譬如做戏 , 你 , 我 , 独秀 , 适之 , 四人 , 当自认为 `台柱' , 另外再多请名角帮

忙 , 方能 `押得住座' ;`当仁不让' , 是毁是誉 , 也不管他 。”③ 四个 “台柱” 大概就是 《新青

年》 “四大笔” 说的由来 。

第四卷改为同人刊物 , 公告:“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 , 投稿章程业已取消 , 所有撰译 , 悉由

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 , 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 , 可否惠赠本志? 尚希投稿诸君 , 赐

函声明 , 恕不一一奉询 , 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 , 概不酬资。”④ 这就改变了前三卷由陈独秀主编

或主撰的编撰体制。之所以做出这种调整 , 应与陈独秀入主北大文科后 , 作者主要为北大教授 ,

为调动这些名流作者的积极性 , 将作者群凝结成一个更加坚固的新文化阵营核心有关。

1922年 , 胡适提到 《新青年》 第四卷编辑情况:“民国七年一月 , 《新青年》 重新出版 , 归

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 、钱玄同 、 沈尹默 、李大钊 、 刘复 、 胡适六人轮流编辑 。”⑤ 这份名单离

1918年不过五年 , 诸人均在 , 应无问题 。钱玄同日记 1918年 1月 2日载:“午后至独秀处 , 检

得 《新青年》 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 , 本月五日须齐稿 , 十五日须寄出也。”⑥ 坐实了胡适

的说法。只是当时虽为轮流编辑 , 实际执行时 , 相互间仍有配合。如四卷三号原定沈尹默编辑 ,

沈因眼疾请钱玄同 、 刘半农代编。署名王敬轩 (钱玄同化名)、 记者 (半农)的 《文学革命之反

响》 即刊于此期 。四卷六号 “易卜生号” 为胡适编辑 。有论者据鲁迅 “ 《新青年》 每出一期 , 就

开一次编辑会 , 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一语 , ⑦ 认为第四卷 “采取集议制度”⑧ 并不确切。第四卷

实已为同人轮流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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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继续轮流编辑 。周作人晚年据其 1919 年 10月 5日日记 , 回忆由陈独秀主编 《新青

年》 第七卷之前的情况说:“在这以前 , 大约是第五六卷吧 , 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 , 记

得有独秀 、适之 、守常 、 半农 、玄同 , 和陶孟和这六个人 , 此外有没有沈尹默 , 那就记不得了 ,

我特别记得是陶孟和主编的这一回。” 周举陶为其译作 《小的一个人》 标题加一 “小” 字为例 ,

力证陶孟和曾任编辑 , 并特别说明:“关于 《新青年》 的编辑会议 , 我一直没有参加过 , 《每周

评论》 的也是如此 , 因为我们只是客员 , 平常写点稿子 , 只是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 , 才会被邀

列席罢了 。”① 周所举 《小小的一个人》 刊登于五卷六号 , 如确认陶孟和是这一期编辑 , 周作人

开列的名单应就是此卷的轮流编辑名单 , 只是排列次序可能需要更为确切的材料加以证明 。据

1918年 2月下旬钱玄同致信胡适云:“ 《新青年》 五卷二号 , 准明晨交仲甫去寄。三号系半农编

辑 , 你如其有大稿 , 请早日交给他 (三号极迟九月十五一定要寄出)。还有孟和的 《国民之敌》

以下续稿 , 在你那里 , 也请你早日改妥了送交半农 。”② 可见 , 五卷二号为钱玄同编辑 , 五卷三

号为刘半农编辑 , 陈独秀仍为最后定稿者。

第六卷轮流编辑的分工 , 据六卷一号所载一至六号编辑名单 , 依次为:陈独秀 、 钱玄同 、

高一涵 、 胡适 、 李大钊 、 沈尹默。③ 六卷一号刊登陈独秀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 表现了同人追

求德 、赛二先生的共同理想 , 俨然是共同宣言 , 说明 《新青年》 同人已结成坚强有力的战斗群

体。该卷每期内容与编辑的个人思想倾向密切相关 。如六卷四号由胡适负责编辑 , 刊首即为

《实验主义》 一文。六卷五号由李大钊编辑 , 设有 “马克思研究” 专号 , 李大钊发表长文 《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 。

沈尹默在回忆中提到:“ 《新青年》 搬到北京后 , 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 , 编委七人:陈独

秀 、 周树人 、周作人 、钱玄同 、胡适 、 刘半农 、 沈尹默 。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 , 每期一

人 , 周而复始。我因为眼睛有病 , 且自忖非所长 , 因此轮到我的时候 , 我请玄同 、 半农代我编 。

我也写过一些稿子在 《新青年》 发表 , 但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而已。”④ “编辑委员则仅负名义”

为实情 , 将周氏兄弟列入 , 则已为周作人澄清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 对第五六卷的说明可能

即是针对沈尹默的名单而发。至于沈所忆胡适不同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发表 《文学革

命之反响》 , 表演双簧戏 , 以将反对 “文学革命” 者入罪的做法 , 是事实 。⑤ “并且不许半农再编

《新青年》 , 要由他一个人独编” 的说法 , 则不可采信 。

鲁迅在 《忆刘半农君》 和 《 〈守常全集〉 题记》 两文中关于 《新青年》 编辑会议的回忆 , 是

常被人们引用的文字 , 它给人一种鲁迅参加编辑或编辑会议的错觉 。从鲁迅 1918—1919年日记

中 , 看不到他参与 《新青年》 编辑的任何记录 。鲁迅与 《新青年》 编辑的关系 , 主要是通过钱

玄同 、刘半农 、 沈尹默三人联系 , 特别是钱 、刘两人 。这两年的鲁迅日记频繁记录了与钱 、刘

的往访会面和书信往来。从鲁迅逝世时陈独秀 、 钱玄同所写纪念文字和周作人晚年撰写的回忆

录中 , 也看不到鲁迅参与编辑的痕迹 。鲁迅应与其弟周作人同列客员。鲁迅上面两篇文字 , 只

是他与 《新青年》 同人交往时留下的印象 , 多少带有演义成分。1956年 、 1966年沈尹默发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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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提到鲁迅担任 《新青年》 编辑 ,① 是同人中唯一提到鲁迅担任编辑的回忆文字 , 常被引用并

采信为证据 , 实不足据。1958年 1月 20日周作人致曹聚仁一信 , 评及曹著 《鲁迅评传》 , 写道:

“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 、紧张 , 有时戏剧性的 , 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 , 即是失实 ———多有歌

德自传 《诗与真实》 中之诗的成份 。例如 《新青年》 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 (三三〇页), 其

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 , 每人担任一期 , 我们均不在内 , 会议可能是有的 , 我们是 `客

师' 的地位 , 向不参加的 。” ② 似可备一说。

《青年杂志》 创刊号登载的 《投稿简章》 第一条规定:“来稿无论或撰或译 , 皆所欢迎 。一

经选登 , 奉酬现金 , 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 这一规定执行到第三卷结束 。第四卷改为轮流编辑

后 , 同人撰稿 , 发表作品 , 则不支稿酬 。胡适 1918年 3月 17日 《致母亲》 信曰:“昨天忙了一

天 , 替 《新青年》 做了一篇一万字的文章 。这文是不卖钱的 。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 ,

不能不做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三点半钟方才做好。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 , 所以我虽

吃点小辛苦 , 也是情愿的 。” ③ 所谓 “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 , 同人刊物性质可见一斑 。《新青年》

六卷二号载 《新青年编辑部启事》 :“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 《新青年》 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 , 因

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 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

教员 , 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 , 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 , 和北京大学毫不相

干。” 明确界定了 《新青年》 的同人刊物性质 。

前六卷的发行 、 印刷均由群益书社承担 。该社 1902年创设于长沙 , 创办人为陈子沛 、 子寿

兄弟 。1907年设分社于上海福州路惠福里 , 1912年迁至河南中路泗泾路口 , 并将总社迁至此 。

1935年停业 。④ 群益书社与 《新青年》 的关系 , 汪原放曾有交待:“据我大叔回忆 , 民国二年

(1913年), 仲甫亡命到上海来 , `他没有事 , 常要到我们店里来 。他想出一本杂志 , 说只要十

年 、 八年的功夫 , 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 叫我认真想法 。我实在没有力量做 , 后来才介绍他

给群益书社陈子沛 、 子寿兄弟 。他们竟同意接受 , 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 , 月出一本 ,

就是 《新青年》 (先叫做 《青年杂志》 , 后来才改做 《新青年》)。' 《新青年》 决定要标点 、分段 。

标点符号的铜模 , 是陈子寿翁和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先生商量 , 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

成的 。子寿翁为排 《新青年》 而设法做标点符号铜模 , 大概在商务和中华之前 。《新青年》 愈出

愈好 , 销数也大了 , 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 (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⑤ 平心而论 ,

群益书社对 《新青年》 的创刊和发展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 《新青年》 声誉飙升 , 群益

书社的利润自然也增大 , 但书社老板似未改其初时心态 , 陈独秀与之矛盾遂不断加剧 , 以致对

簿公堂 , 最终在 《新青年》 七卷出版后与之脱离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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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 , 原载 《文艺月报》 1956 年 10 月号;《我和北大》 , 系作于 1966 年 1 月 ,

收入 《五四运动回忆录》 (续), 第 157—170 页。

周作人 、 曹聚仁:《周曹通信集》 第一辑 , 香港:南天书业公司 , 1973年 , 第 44 页。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 第 23 册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3 年 , 第 183—184 页。 《新青年》 这

种情形维持到后来 , 八卷以后独立经营时 , 仍不支稿费。参与八九卷编译工作的茅盾对此有说明:“当

时我们给 《新青年》 写稿都不取稿费。”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197 页。

参见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 , 上海:学林出版社 , 1993 年 , 第 382—383 页。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 上海:学林出版社 , 1983 年 , 第 31—32 页。



二 、 陈独秀赴沪后 《新青年》 编辑办法之初议

第七卷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据 1919 年 10 月 5日钱玄同日记:“至胡适之处 。因仲甫函约

《新青年》 同人今日在适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后之办法 , 结果仍归仲甫一人编辑 。” ① 周作人同日日

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 , 议 《新青年》 事 , 自七卷始 , 由仲甫一人编辑 , 六时散 , 适之赠 《实

验主义》 一册。”② 对这次议决 , 沈尹默有不同的回忆:由于第六卷第五期 “马克思研究” 专号

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 引起胡适的恐慌和不满。胡适在会前对沈尹默等人说:

“ 《新青年》 由我一个人来编” , 反对大家轮流编辑 , 想再度独揽编辑权 。鲁迅对沈尹默说:“你

对适之讲 , `也不要你一人编 。 《新青年》 是仲甫带来的 , 现在仍旧还给仲甫 , 让仲甫一人去编

吧!' ”③ 这一说法明显带有演义成分 。从 1920年 4月 26日陈独秀就编辑事务致李大钊 、 胡适等

12位的征询意见函来看 , 鲁迅并未在征求意见者之列 , 沈氏的说法应不可征信 。

第七卷重新由陈独秀负责主编 , 主要与当时陈离开北大有关。④ 七卷一号刊登一篇 《本志宣

言》 , 虽未具名 , 可认定出自主编陈独秀。宣言直陈同人的共同理想 , 反映陈无意改变同人刊物

性质 。整个七卷的版权页注明编辑部设在北京东安门内箭竽胡同 9号 , 实际上 1920年 2月 19日

陈离京到沪后 , 编辑事务也随之移到上海 。编辑部设在陈的寓所 ———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二号。⑤ 有论者认为此时分设北京 、 上海两个编辑部 , ⑥ 还有待确切材料证明 。事实上 , 整个七

卷的约稿和编辑都是陈独秀负责组织。从 1920年 3月 11日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来看 , 七卷前四

号应已在北京编定 , 五六号在上海编辑 。⑦ 1920 年 4月 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 、 胡适 、 张申

府 、 钱玄同 、顾孟馀 、 陶孟和 、 陈大齐 、 沈尹默 、 张慰慈 、 王星拱 、 朱希祖 、 周作人等 12人:

“ 《新青年》 七卷六号稿已齐 (计四百面), 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 , 到京须在五日以后 。本

卷已有结束 , 以后拟如何办法 , 尚请公同讨论赐复:(1)是否接续出版 ? (2)倘续出 , 对发行

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 , 有无应与交涉的事? (3)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

(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 。为时已迫 , 以上各条 , 请速赐复。”⑧ 这是陈独秀

南下后 , 就八卷以后之事第一次向北京同人征询良策 。信中所提 “合同” 系指 《 〈新青年〉 编辑

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 。⑨ 第七卷继续由群益书社印刷 、发行 , 正常运行 , 没有衍期 , 到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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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 第 4 册 , 第 1815 页。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 中册 , 郑州:大象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52—53 页。

参见 《访问沈尹默谈话记录》 (未刊稿), 转引自唐宝林 、 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 , 第 106 页。 此处

不排除沈氏记忆错误或记录者误记。

《胡适口述自传》 提到:“他 (指陈独秀)在上海失业 , 我们乃请他专任 《新青年》 杂志的编辑 , 这个

`编辑' 的职务 , 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

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卷以后 , 那个以鼓吹 `文艺复兴' 和 `文学革命' [ 为宗旨] 的 《新青年》

杂志 , 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胡适

文集》 第 1 册 , 第 355页。陈独秀专任 《新青年》 主编 , 有一笔编辑费。

关于上海编辑部的设立 ,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第 189—191 页。

参见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第 2册 , 第 126—127 页。

参见 《陈独秀致周作人》 ,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 5 辑 , 第 307—308 页。信中说到 , 收到鲁迅译

稿 《一个青年的梦》 , 此文在 《新青年》 七卷二号至五号连载 , 说明陈独秀到上海后还在编辑此文。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 第 89 页。

参见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6 年 , 第 375 页。该书编者将此合同当

作鲁迅佚文收入该集 , 应有误。



卷六号临近出版之时 , 陈独秀提出编辑和与群益书社续签合约的问题 , 事出有因。

北京同人并未迅速作复 , 故陈独秀1920年5月 7日致信胡适 、李大钊 , 催促表态 (“新发现

的一组书信” 之一):

适之 、 守常二兄:

日前因 《新青年》 事有一公信寄京 , 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 , 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

现在因为 《新青年》 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 , 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 。这种商人

既想发横财 , 又怕风波 , 实在难与共事 , 《新青年》 或停刊 , 或独立改归京办 , 或在沪由我

设法接办 (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 兄等意见如何 , 请速速赐知 。

罗素全集事 , 望告申甫 、 志希二兄仍接续进行 , 西南大学编译处印不成 , 我也必须设

法自行出版 。

守常兄前和陈博生君所拟的社会问题丛书 , 不知道曾在进行中否 ?

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 , 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 , 章程我已拟好付印 , 印好即寄上 ,

请兄等协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 。此书局成立时 , 拟请洛声兄南

来任发行部经理 , 不知他的意见如何? 请适之兄问他一声 。

弟仲白　五月七日

回信必直寄弟寓 , 不可再由群益或亚东转交 。又白。

这是陈独秀再次致信北京同人征求意见 , 并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与群益书社的冲突 。《新青年》 七

卷六号为 “劳动节纪念号” , 篇幅从原每期 130—200页不等猛增至400多页 , 陈独秀考虑到读者

应是下层无产者 , 故不希望加价。陈信中所言 “两次冲突” 云云 , 汪原放亦有回忆:“只记得陈

仲翁认为 《新青年》 第七卷第六号 `劳动节纪念号' (1920年 5月 1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

要多得多 , 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 。但群益方面说 , 本期又有锌版 , 又有表格 , 排工贵得多 ,

用纸也多得多 , 如果不加价 , 亏本太多 。我的大叔两边跑 , 两边劝 , 无法调停 , 终于决裂 , 《新

青年》 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 :̀ 仲甫的脾气真大 , 一句不对 , 他竟大拍桌子 , 把我骂了一

顿。我无论怎么说 , 不行了 , 非独立不可了 。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 , 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①

双方矛盾激化 , 陈独秀遂酝酿自办发行 。

由于陈的催促 , 北京同人不得不有所计议。据 5月 11日周作人日记 , 下午去中央公园 “赴

适之约 , 共议 《新青年》 第八卷事 , 共十二人 , 七时散 。”② 证之胡适当天日记:下午五时 “公

园 , 议 《新青年》 事” 。③ 参加会议的十二人应即为陈独秀 4月 26日信中所指定的十二人 , 讨论

详情 , 不得而知 。而同日陈独秀致胡适信 , 再次催促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二):

适之兄:

群益对于 《新青年》 的态度 , 我们自己不能办 , 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

己要办 , 他又不肯放手 , 究竟应如何处置 , 请速速告我以方针 。

附上 《正报》 骂你的文章 , 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 , 干毫无意识

的事 , 牺牲了数百万学生宝贵时间 , 实在可惜之至 。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 , 那更

是可惜了。你可邀同教职员请蔡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 , 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 !因

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 , 留校也没有好结果 。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 , 社会群众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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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 第 54 页。

《周作人日记》 中册 , 第 123 页。

《胡适全集》 第 29 册 , 第 164页。



意识举动 , 我们也应当反抗。

弟仲白　五月十一日

5月 19日陈独秀致胡适一信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三):

适之兄: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1)“新青年社” 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字 , 不便招股。

(2) 《新青年》 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准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 , 垫付印刷纸张

费 , 也非有八百元不可 , 试问此款从那里来 ?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 , 不招股集资本 , 印刷费从何处来 ?著作者协济办法 , 只好将

稿费算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 , 成败听之 。

(4)若招不着股本 , 最大的失败 , 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 。其初若不招点股

本开创起来 , 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 , 恐怕是望梅止渴 。

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 。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 , 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 , 经

我争持 , 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 , 我自然大发穷气 。冲突后他便表示

不能接办的态度 , 我如何能◆将就他 , 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群益欺负我们的事 , 十张纸也

写不尽。

弟仲白　五月十九日

所言胡适两封回信 , 想现已不存 , 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从陈 5月 19日信可知 , 是在商量摆脱

群益书社之办法 , 胡适应是将 5月 11日中央公园议决之方案向陈作汇报 , 胡适可能提出了以作

者提供文稿的方式作为筹措 “股份” (经费)的办法 , 并没有就陈提出的 “由在京诸人轮流担

任;由在京一人担任” 这两种编辑方式与陈商量 。可见 , 胡适等当时并不存夺取编辑权之意 。

从胡适日记获知 , 5月 30日下午四时他 “预算” 还有一次 “ 《新青年》 会”。① 但钱玄同 、 周作

人日记均无相关记载 。

5月 25日 , 陈独秀致胡适一信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四):

适之兄:

群益不许我们将 《新青年》 给别人出版 , 势非独立不可 。我打算兴文社即成立 , 也和

《新青年》 社分立;惟发行所合租一处 (初一二号 , 只好不租发行所 , 就在弟寓发行), 较

为节省。如此八卷一号的稿子 , 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寄下 , 以便付印 。此时打算少印一点

(若印五千 , 只需四百余元 , 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 倘不足此数 , 能有一半 , 我在此再设

法)。好在有纸版 , 随时可以重印 。

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 , 但都是演说稿 , 能再专做一篇否? 因为初独立自

办 , 材料只当加好 , 万不可减坏。

(1)孟和兄的夫人续译的 《新闻记者》。

(2)守常兄做的 《李卜克奈西传》 与 《 “五一” 节》 。

(3)申甫兄译的 《罗素心理学》 。

(4)启明兄弟的小说 。

以上四种 , 请你分别催来 。

弟独秀白　五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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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告与群益书社之矛盾 , 并通报八卷一号的安排 , 催胡适等寄稿。由于经济原因 , 陈计划八

卷一号只印五千份。如果这个数目后来没有变化 , 则比最高印数一万五六千份少一万份 。从陈

致胡上述四封信可知 , 陈 、胡继续密切合作 , 陈对胡颇为倚重 , 胡适当时在北京同人中实际扮

演召集人的角色 。

7月 2日 , 陈独秀致高一涵信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五):

一涵兄:

你回国时及北京来信都收到了 。

《互助论》 听说李石曾先生已译成 , 就快出版。如此便不必重复译了 , 你可以就近托人

问他一声。

西南大学早已宣告死刑了 。

你想做的 《社会主义史》 很好 , 我以为名称可用 《社会主义学说史》 , 似乎才可以和

《社会主义运动史》 分别开来 。听说李季君译了一本 Kirkup的 《社会主义史》 , 似乎和你想

做的有点重复。

《新青年》 八卷一号 , 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 , 请告适之 、洛声二兄 , 速将存款及文稿

寄来 。

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 , 招股的事 , 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 , 而今 《新青年》 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 , 可见我招股的办法 ,

未曾想错。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 , 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 , 《新青年》 便要无形取消了 ,

奈何 !

弟独秀白　七月二日

此信一方面表现出陈独秀对评介社会主义思想的著译工作的热情 , 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北京同人

不合作态度颇为不满的情绪。为筹款 , 陈似在试行胡适提出的以同人撰文作为股份的办法 。这

种办法 , 胡适后曾在 《努力周报》 、 《独立评论》 中试行 , 行之有效 。但陈当时感到此法难以实

行 , 因北京同人不肯供稿 , 消极对待索稿。高一涵将此信传给胡适 , 并保存在胡适手里 , 反映

了高 、胡两人的密切关系 。① 此信预告 8月 1日出版八卷一号 , 并未实现。

8月 2日 , 陈独秀致胡适一信 , 目前仅存残稿:“八卷一号文稿 , 我已张罗略齐;兄想必很

忙 , 此期不做文章还可以 , 二号报要强迫你做一篇有精采的文章才好。” “ 《新青年》 以后应该对

此病根下总攻击 。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 , 非请吾兄担任不可 。” “吾兄在南京的讲

义 , 务请恳切商之南京高师 , 特别通融 , 给新青年社出版 。”② 从 9 月 1日正式出版的八卷一号

看 , 刊登了胡适 《中学国文的教授》 一文 , 应是陈独秀补登。至于信中对胡适提出的其他约稿

要求 , 始终未得到胡的回应。

在与胡适等密切协商的同时 , 陈独秀还数度函请程演生资助。6月 15日 , 致信程:“日前寄

上招股章程四张 , 谅已收到了。石寅生兄处的股款 , 不但大宗无望 , 并救济眼前的一二千元 ,

也来信说无法可想了 。此事果然不出吾兄所料 , 老夫言过其实 , 几乎误事 !兄前函说颇有人能

出一股二股者 , 倘能实行 , 请速汇来 , 以便 《新青年》 早日印出 。” 6月 17日 , 再次去信程氏:

“石寅生款已分文无望了 , 《新青年》 又急于出版 , 由兄所接洽的股款 , 倘能实现 , 甚望速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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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时胡适与高一涵 “同住一宅” , 互为邻居。参见高一涵:《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 , 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 上册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79 年 , 第

336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 第 108 页。



(汇款事兄倘嫌麻烦 , 可托章洛声兄办理), 以济眉急 。前后寄上章程十张 , 不知够用否 ? 家眷

明日可到 , 暑假中甚望吾兄来申一游。” 8月 2日 , 第三次去信 , 希望能以其所分家产 “付清新

青年社股” , 并告新青年社初成立:“新青年发行所布置停妥 , 日内可始营业了。八卷一号 《新

青年》 九月一日出版 。闻吾兄分家可得四千金 , 前请吾兄以半数付清新青年社股 , 即官费不成 ,

以二千金赴法八年足用。如得官费 , 则请以三千金入股 。分家倘成 , 即无官费亦望西游 , 淹留

都中 , 似觉乏味 , 尊兄以为如何? 《白话文选》 已编成否? 新青年社初成立 , 甚空虚无货卖 , 望

兄赶快将此书上编稿寄下 , 以便付印。望代催抚五兄速速为新青年做一篇文章 。” 8月 7日 , 第

四次致信王星拱 、程演生 , 仍是为筹款 , 数额大为缩小:“新青年社日内即开始营业 , 八卷一号

报准于九月一日出版 , 此时需款甚急 , 倘大学款发出 , 弟希望兄等各筹一百元 , 送守常或申府

手收 , 以便拨用如何 ?乞复。”① 但这一渠道的努力 , 也未获成功。尽管如此 , 陈独秀还是决意

成立新青年社 , 迈出新的独立运作这一步。

从前述通信可知 , 陈独秀首先在 4月 26日提出新的编辑办法三个选项供北京同人思考 , 但

并未获胡适等人响应 。而陈在上海撑持 《新青年》 编辑工作的困难 , 主要来自他与群益书社合

作的不快 、经费困难和北京同人不积极交稿 。为解决这些问题 , 陈不得不求助北京同人的合作 ,

这可以说是 《新青年》 极为艰难的时期 。

三 、 《新青年》 从八卷一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

经四个月停刊 , 1920年 9 月 1 日 《新青年》 八卷一号出刊 。9 月 5日 , 陈独秀致信胡适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六):

适之兄:

《新青年》 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 , (他那里使用人多些 , 便于分送 。)除我

开单赠送的七十本外 , 尚余卅本 , 兄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 。

皖教厅事 , 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 , 即陶知行也有许多人反对 , 何况王伯秋。

弟独秀　九月五日

所言 “已寄编辑诸君百本” , 在前一天陈独秀致周作人信中亦提及 , ② 说明八卷一号已于 9月 1

日出版 , 赠送刊物份数亦与群益书社前此提供的数目相同。惟 “到守常处转交” 一语和前此 8

月 7日陈独秀致信王星拱 、 程演生 , 要求他们将筹款 “送守常或申府手收” 意同 , 说明李大钊

实际已成为陈独秀在北京的代理人 , 表明 7月份在沪诞生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自

己的联系管道。至于荐举胡适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 , 胡并未应允 。同月 , 陈致信胡适还告:“我

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 , 无可无不可 。`新青年社' 股款 , 你能否筹百元寄来? 八卷二号报准于十

月一日出版 , 你在南京的演讲 , 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 , 讲稿要寄来 , 先在 《新青年》 上登

出。”③ 还是为筹款和约稿两事请求胡适协助。至于所提陶孟和信 , 应指 8月 17日陶孟和致陈独

秀 、 胡适函 , 信中提议办一日报 , 以 《新青年》 的 “重要分子” 为主体。④

从第八卷开始 , 《新青年》 实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控制的刊物。其理由有五:一是主编陈

独秀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 、 陈望道 、 沈雁冰 、 袁振英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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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陈独秀致程演生四信 (未刊), 承沈寂先生提供整理稿 , 特此致谢。

参见 《陈独秀致周作人》 ,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 5 辑 , 第 310 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 第 114 页。

《陶孟和致陈独秀 、 胡适》 ,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36 册 , 第 344—346 页。



后加入编辑部 , 成为编撰骨干。二是解除原与上海群益书社的关系 , 成立新青年社 , 独立自办

印刷发行 , 从而在经济上切断了与群益书社的关系。郭沫若说:“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 ,

书局的老板提起过诉讼 , 这是人众皆知的事体。”① 冲突内情 , 不得其详 , 但可知颇费周折 。三

是从八卷一号起 , 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 , 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 。

据沈雁冰回忆 , 这一设计 “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 , 也

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② 这等于宣告 《新青年》 是共产主义刊物 。日本学者石

川祯浩考证 , 该图案出自美国社会党 (Sociali st Party of America)的党徽。③ 除八卷二号罗素

专号封面刊登的是罗素头像外 , 八卷三号至九卷结束 , 封面一直使用这个图案 。四是开辟了

“俄罗斯研究” 专栏 , 直至九卷六号止 , 共发表 38篇文章 , 多数译自美国纽约 Sov iet Russia 周

报 、 美国 《国民》 杂志 , 另有少数出自俄 、 英 、法 、 日等报刊所载介绍苏俄的报道 、有关列宁

生平及其著作的评介 。之所以主要从英语类报刊 、 书籍取材 , 是因中共创始党员中懂俄语的人

才几乎没有 , 只好转译。“俄罗斯研究” 专栏的设置 , 成为当时中国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

革命的主要窗口 。五是刷新论说 、通信 、 随感录等栏目 , 用社会主义 、 马克思主义引导读者 。

陈独秀在八卷一号没有援引七卷一号的先例 , 发表一篇表明同人共同理想的 《本志宣言》 , 而是

发表了一篇 《谈政治》 , 与胡适等北京同人异趣 , 表明 “谈政治” 的抉择和他个人新的政治信

仰———马克思主义 , 实是 《新青年》 上海编辑部思想转向的一个信号。

产生这些变化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共产国际已与中共 (或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联系 , 并在

经费上给予支持 。1920年 2月 19日陈独秀到沪后 , 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人联系 , 5月成立上

海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据参与其中的陈望道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 , 没有纲领 , 会员

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 , 参加者有:陈独秀 、 沈雁冰 、 李达 、李汉俊 、 陈望道 、 邵力子等 , 先

由陈独秀负责 (当时就称负责人为 `书记' )。”④ 7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 发起人是陈独秀 、

李汉俊 、 李达 、 陈望道 、 沈玄庐 、 俞秀松 、 施存统。⑤ 与此同时 , 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维经斯

基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 , 经李介绍 , 维氏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 , 建立联系 , 提供资

助。⑥ 这对处在困境中的 《新青年》 无疑注入了新血液 , 从而重塑 《新青年》 的形象 。

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 , 摆脱了群益的发行 、印刷垄断权 。共产国际的支持 , 使得以作者供

稿为股份的动议不复存在 。有了新兴的共产主义者作为供稿来源和作者队伍 , 原来北京同人的

地位和作用自然大大削弱 。他们被一批新的作者所取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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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沫若:《创造十年》 , 上海:现代书局 , 1932 年 , 第 17 页。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第 191 页。

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 袁广泉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6 年 , 第 43页。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 , 《“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二),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0 年 , 第 20 页。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第 195—196页;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 、 第二次代表

大会经过的回忆》 , 《 “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二), 第 7—8页。

关于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接触情况 , 参见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 (1920 年 6 月)、 《维经斯基

给俄共 (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 (1920年 8月 17 日),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运动 (1920—1925)》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1997年 , 第 28—35 页。关于共产国际资助早期中

国共产党的情形 , 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 《社会科学论坛》 2004 年

第 9 期。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的援助及其具体开支情况 , 因资料缺乏 , 现仍不得其详。

茅盾在回忆录中谈及此时 《新青年》 作者的变化:“陈独秀离沪时把 《新青年》 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

那时候 , 主张 《新青年》 不谈政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不给 《新青年》 写稿 , 所以写稿的责任便落

在李汉俊 、 陈望道 、 李达等人身上 , 他们也拉我写稿。”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第 197 页。



　　不过 , 改组后的 《新青年》 还无法完全切断与原来同人的关系。一方面是因除李大钊外 ,

其他绝大部分北京同人并不知悉 《新青年》 已经酝酿这些变化的真正内幕 , 他们在思想上自然

与上海编辑部陈独秀 、陈望道等共产主义者有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 《新青年》 也不便于 、甚

至不可能暂时彻底改变原有的形象 , 这对它的生存及在读者中的影响未必有利。陈望道说:

“ 《新青年》 既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 , 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 ? 为什么还刊登

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 ?这是因为 《新青年》 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 , 要照顾他们 , 来

稿照用。改组后 , 我们的做法 , 不是内容完全改 , 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 , 而是把新的放进来 ,

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 , 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这样 , 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 ,

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 , 开辟 `俄罗斯研究' 专栏 , 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

用。”① 改组后需要一个过渡。茅盾说:“ 《共产党》 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秘

密发行的党刊 , 它与 《新青年》 的分工是 , 它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 , 以及第三

国际 、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 。写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② 就是说 , 《共产党》 是

早期中共的内部机关刊物 , 在编辑第八卷时 , 中共仍视 《新青年》 为外围的阵地 , 因而需要和

原来的同人保持联系与合作 , 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

《新青年》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李大钊在五卷五号首先发表

《Bo lshvism 的胜利》 、 《庶民的胜利》 , 到李大钊在六卷五号编辑 “马克思研究” 专号 , 都是个人

行为 , 因而并不能改变同人刊物的性质。陈独秀决定在七卷六号编辑 “劳动节纪念号” 时 , 还

未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中共发起组 , 故这一期拥有国民党名流 ,如孙中山 、蔡元培 、

吴稚晖等和众多社会知名人士加盟 , 整体上也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第八卷后 , 中共上

海发起组已实际掌控编辑权 、 发行权 , 并在编排形式 、 栏目设置和作者组织上做了很大调整 ,

但在形式上并未与原来的同人刊物决裂 , 上海编辑部继续向北京同人约稿 , 并征求其意见 。北

京同人虽然对上海编辑部的做法持保留意见 , 但仍自认为具有决策权 、 编辑权和发稿权 (实际

上此时他们的这些权力只能在配合上海编辑部时才能得到有限发挥), 发表的作品仍占一定篇

幅。从这个意义上说 , 第八卷的确还是一个过渡 。

八卷前五期运行正常 , 没有出现衍期 , 说明独立的新青年社已获得稳定的经济资助 。据苏

联方面披露:“ 《新青年》 杂志从 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并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

物。”③ 但资助的具体情形不详 。1921年 2月八卷六号付排时 , 稿件被租界巡捕房包探所搜 。据

1921年 5月 1日出版的九卷一号 《编辑室杂记》 :“本志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 , 所有稿件尽

被辣手抓去 , 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本社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道 , 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 ,

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 八卷六号延至 1921年 4月 1日出版。不过 , 声言移粤 , 据茅盾回忆:

“此为故意放烟幕 , 迷惑法捕房 。其实仍在上海印刷 , 不过换了承印商而已。”④ 八卷六号所载

《本社特别启事》 :“本社以特种原因已迁移广州城内惠爱中约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 , 一切信

件 , 均请寄至此处 , 所有书报往来办法 , 仍与在上海时无异 , 特此奉闻。” 负责 “俄罗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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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宁树藩 、 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 《复旦

学报》 1980 年第 3 期。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第 196 页。

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 彭宏伟 、 潘荣译 , 《“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前后资料选编》 (三),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4 年 , 第 159 页。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第 201 页。



专栏编辑的袁振英 (震寰)回忆:“陈独秀到广州后 , 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 。《新青年》 杂志社也在 1920年底由上海迁到广州 , 编辑部设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桥一座

大楼下 (也即看云楼), 陈独秀仍任主编 , 他和李季 、潘赞化及我都曾住在这里 。 《新青年》 第

八卷第五号仍由上海 `群益书局' 于 1921年 1月 1日出版 , 第六号起才移到广州昌兴街二十六

号于 1921年 4月 1日出版 , 但编辑部还在回龙桥看云楼。”① 可备一说。而据 1921年 2月 23日

陈望道致周作人信云 “潘君作品 , 我已在编辑部中搜寻过一番 , 找不到。当写信去问仲甫先生 ,

如果时间所许 , 定当编入九卷一号 。” “所谓 `周氏兄弟' 是我们上海 、 广东同人与一般读者所

共同感谢的。”② 可推测当时可能实际存在上海 、广州两个编辑部并存的情形。

四 、过渡中的矛盾爆发:陈独秀离沪后 《新青年》 编辑之再议

1920年 12月 12日 , 广东省长陈炯明拟废教育厅 , 设大学委员 , 主办全省教育 , 电促陈独

秀来粤主持。③ 陈独秀赴粤前 , 致信李大钊 、 钱玄同 、 胡适 、陶孟和 、高一涵 、张慰慈 、鲁迅 、

周作人 、 王抚五 , 通告:“弟日内须赴广州 , 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 , 另外新加入编

辑部者 , 为沈雁冰 、 李达 、李汉俊三人 。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 , 到粤后如有收入 , 此款

即归望道先生用 , 因为编辑事很多 , 望道境遇又不佳 , 不支薪水似乎不好。” “四号报已出版 ,

五号报收稿在即 , 甚盼一涵 、 孟和 、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 (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④

可见 , 八卷五号以后编辑工作已交陈望道 、 沈雁冰 、 李达 、 李汉俊 , 陈望道的编辑费用系从原

来积累的资金中开支 , 否则陈独秀无需向北京同人报告。三位新加入者亦为共产党人 。胡适收

到此信后附言:“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子 , 并转寄给没有圈子的人 。适。昨日知 《新青

年》 已不准邮寄 。适 。” 从陈独秀此信看 , 他只是报告自己离沪赴粤 、 编辑部新增人员 , 希望北

京同人继续寄稿支持 。

离沪当晚 (12月 16日夜), 陈独秀再次致信胡适 、 高一涵 , 表示:“ 《新青年》 编辑部事有

陈望道君可负责 , 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 色彩过于鲜明 , 弟近亦不以为然 , 陈

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 , 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 但如此办法 , 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 。

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 , 京中同人来文不多 , 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 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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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袁振英的回忆》 (1964 年 2—4 月), 《 “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二), 第 473页。

《陈望道致周作人》 ,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 5辑 , 第 361—362 页。

参见唐宝林 、 林茂生:《陈独秀年谱》 , 第 134 页。

《陈独秀致李大钊 、 钱玄同 、 胡适等》 ,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 第 117 页。 编者将此信系于 1920 年

12 月上半月。陈望道忆及这一段他与李汉俊 、 沈雁冰 、 李达的生活收入来源 , 主要是靠教书 、 翻译

(卖译稿给商务印书馆), 收入不错 , 未提领取编辑费一事。参见宁树藩 、 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 《复旦学报》 1980 年第 3 期。李达在回忆中

谈及此时的党费和 《新青年》 编辑费问题:“ 《新青年》 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 `新青年书社' 。生

意很好 , 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 `新青年书社' 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 , 陈独秀没有答应。还

有陈独秀去广州时 , 曾对李汉俊约定 , 《新青年》 每编出一期 , 即付编辑费一百元 , 后来李汉俊未能按

月编出 , 该社即不给编辑费 , 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 , 大不满意 , 这是他两人之间的冲突

的起源 , 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 , 往后因为经费困难 , 《共产党》 月刊出至第

二期就中止了。”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 、 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 《 “一大” 前

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二), 第 9 页。可见 , 陈独秀去广州后 , 《新青年》

的编辑费是一笔糊涂账。



催寄文章 。”① 似有意将内容变化的一大原因归为北京来稿减少。而北京同人不愿寄稿诸人 (即

陈点名的陶 、钱两位)正是因为对新的 “特别色彩” 过于浓厚不满 , 才消极对待约稿 。纵览八

卷 , 钱玄同未刊一文 , 李大钊只在第四期刊出一文 , 高一涵直到第六期才刊出一篇译文 , 胡适

在第一期登载一篇 《中学国文的教授》 、第二 、 三 、 五期登载诗歌九首 , 陶孟和在第一二期各载

一文 , 鲁迅小说一篇 、译作一篇 , 周作人发表的作品相对较多 。总体来说 , 北京同人的文稿数

量明显下降。在将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等人之际 , 为缓和北京同人情绪 , 寻求继续合作 , 陈独

秀不得不作出这种诚约的姿态 。

陶孟和 、钱玄同阅读陈独秀信后 , 迅即做出反弹。陶于 12月 14日致信胡适 , 提出:“《新青

年》 既然不准邮寄 , 就此停版何如 ?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 , 再定如何进行 。”② 停办说浮出水

面。钱则于 12月 16日致信周作人:“我现在对于陈望道编辑 《新青年》 , 要看他编辑的出了一

期 , 再定撰文与否 。如他不将他人底稿改用彼等 ——— `哪' `佢' ……———字样 , 那就不说什

么;否则简直非提出抗议不可了。”③ 钱玄同久未供稿 , 除了 “懒” , 现在又多一重因人事变更产

生的原因 。

传阅毕陈独秀的信 , 胡适集合诸人意见 , 复信给在粤的陈独秀:“ 《新青年》 `色彩过于鲜

明' , 兄言 `近亦不以为然' , 但此是已成之事实 , 今虽有意抹淡 , 似亦非易事 。北京同人抹淡

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 , 只有三个办法:1.听 《新青年》 流为

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 , 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 , 篇幅不求多 , 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

有此意 , 因病不能作计划 , 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 《新青年》 `改变内容' , 非恢复我们 `不

谈政治' 的戒约 , 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 , 兄似更不便 , 因为不愿示人以

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 , 将 《新青年》 编辑的事 , 自九卷

一号移到北京来 。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 , 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 , 而注重

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 , 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 , 《新青年》 既被邮局停寄 , 何不暂时停办 , 此是

第三办法 。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 , 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 , 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

必要 。望兄质直答我 , 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 、 慰慈见过。守常 、 孟和 、 玄同三人

知道此信的内容 。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 , 都赞成 , 以为都可行 。余人我明天通知。” “抚五看过 ,

说 `深表赞同' 。” “此信我另抄一份 , 寄给上海编辑部看。”④ 显然 , 北京同人再议编辑问题 , 是

因对第八卷 “色彩过于鲜明” 的不同看法有关。他们欲趁陈独秀离沪赴粤之际 , 解决这一问题 。

信前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 , 不知何故 , 到廿七夜始到” 一语 , 胡适似在暗示陈独秀与他们之

间的通信往来有可疑的障碍 , 可能已被警方监控 。

鲁迅 1921年 1月 3日复信胡适表示:“寄给独秀的信 , 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 。他现在

生病 , 医生不许他写字 , 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以为三个都可以 。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

办 , 便可以用上两办法 , 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 。至于发表新宣言 , 说明不谈政治 , 我却以为

不必 。这固然小半在 `不愿示人以弱' , 其实则凡 《新青年》 同仁所作的作品 , 无论如何宣言 ,

官场总是头痛 , 不会优容的 。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 , ———我所知道的几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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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新青年〉 问题的几封信》 之一 ,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 , 北京:中华书局 ,

1954 年 , 第 7 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 第 117 页。

赵丽霞 、 夏晓静编:《钱玄同文集》 第 6 卷 《书信》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41 页。

《关于 〈新青年〉 问题的几封信》 之二 ,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 , 第 8 页。此信未署

时间 , 应作于 1920 年 12月 27 日后不久。



者极希望 《新青年》 如此 ———就好了。”① 因周作人生病 , 鲁迅代笔表态 , 这是鲁迅就 《新青年》

编辑事宜给同人留下的唯一一封信 。

陈独秀到广州 , 未等北京回信 , 12 月 21日致信高一涵 、 胡适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

七):

一涵 、 适之兄:

十七日由上海动身 , 昨日到广州 , 今天休息一天 , 一切朋友 , 都尚未见面 。

此间倘能办事 , 需人才极多 , 请二兄早为留意 , 一涵兄能南来否? 弟颇希望孟和兄能

来此办师范 , 孟馀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 , 请适之与顾 、 陶二君一商 。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

稚园 , 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 , 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弟独秀　十二月廿一日

初到粤的陈独秀希望借重北京同人 , 甚至还有杜威的声望 , 为南方革命政府做点实事 、 大干一

场的心情跃然纸上。他大概没有料到此时北京同人对他沪上发出的两信已有反弹情绪。

据1921年1月上旬李大钊致钱玄同信:“仲甫由粤寄来信三件 , 送上看过即转交豫才 、 启明

两先生。他们看过 , 仍还我 , 以便再交别人 。” 李大钊所提这三封陈信现未得见 , 内容不知 , 但

如此频繁 、异乎寻常地连续致函李大钊 , 可见陈独秀接到胡适上封信后内心之焦虑 , 以及南北

同人互动的加剧 。1月 11日 , 钱玄同致鲁迅 、 周作人信:“顷得李守常来信 , 附来信札三件 , 兹

寄上 , 阅后 , 请直接寄还守常为荷 。初不料陈 、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 !照此看来 , 恐怕

事势上不能不走到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我对于此事 , 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 , 则以

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 。(但是适之反对谈 `宝雪维儿' , 这层我不敢以为然 。)”② 不难想象 ,

陈独秀的来信与胡适的意见已成对决态势 , 钱玄同表示了形似 “骑墙” 而实偏于胡适的态度 。

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在南北同人圈中迅速传开。在沪负责的陈望道 1921年 1月 15日致信胡

适:“大作已载在 《新青年》 八卷五号了 。 《新青年》 内容问题 , 我不愿意多说话 , 因为八卷四

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 , 五卷 [号] 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因病迟复请原谅。”③ 北

京同人对内容改变的异议在南方传开 , 陈望道感到 “难辞其咎” 的压力 , 故特别作出解释 。无

论如何 , 陈独秀和上海编辑部主意已定 。他们当然不愿放弃 《新青年》 这块金字招牌宣传马克

思主义 , 因而也不可能接受北京同人的 “停办说” 或 “移回北京编辑说” 。④ 在北京同人热议时 ,

他们将问题转化为北京同人如何处理与编辑部的关系问题:要么继续合作 , 要么各奔前程。

1921年 1月 22日 , 胡适致信李大钊 、 鲁迅 、钱玄同 、陶孟和 、张慰慈 、周作人 、王星拱 、

高一涵 , 对此前的意见又有所修正:“原函的第三条 `停办' 办法 , 我本已声明不用 , 可不必

谈” 。“第二条办法 , 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 , 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

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 。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 , 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 。独秀对于后

者似太生气 , 我很愿意取消 `宣言不谈政治' 之说 , 单提出 `移回北京编辑' 一法 。” “独秀对

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 ———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 。我并不反对

他个人 , 亦不反对 《新青年》 。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 , 今 《新青年》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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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新青年〉 问题的几封信》 之四 ,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 ,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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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致胡适》 ,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35 册 , 第 419 页。

参见 《关于 〈新青年〉 问题的几封信》 之六 ,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 , 第 13 页。从

1921 年 2 月 15 日陈独秀致胡适信可知 , 陈独秀此前已表明他 “不赞成 《新青年》 移北京” 的态度 , 这

一态度应在陈独秀从粤致李大钊的三封信中有所吐露。



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 , 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 。今独秀既如此生气 ,

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 , 我很愿意取消此议 , 专提出 `移回北京编辑' 一个办法 。” “诸位

意见如何 ?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 , 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 信后附有张慰慈 、高一涵 、

陶孟和 、 李大钊 、周作人 、周树人 、钱玄同 1921年1月 26日阅后的签注意见。北京同人表决结

果 , 赞成移回北京者:张慰慈 、 高一涵 、 李守常;赞成北京编辑 , 但不必强求 , 可任其分裂成

两个杂志 , 也不必争 《新青年》 这个名目者:周豫才 、 周启明 、 钱玄同;赞成移回北京 , 如不

能则停办 , 万不可分为两个杂志 , 致破坏 《新青年》 精神之团结者:王星拱 、 陶孟和。① 从表态

看 , 明显倾向于 “移回北京” 。这种表态 , 既多少带有给胡适面子的成分 , 也与他们试图保持原

有同人刊物性质的想法有关。

北京同人在回复胡适信函时 , 有的对自己的立场还详加说明。李大钊的复信如下 (“新发现

的一组书信” 之八):

适之:我对于 《新青年》 事 , 总不赞成分裂 , 商议好了出两种亦可 , 同出一种亦可 。

若是分裂而抢一个名称 , 若是与 《新青年》 有关的人都争起来 , 岂不同时出十几个 《新青

年》 , 岂不是一场大笑话 !

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一定要抢 《新青年》 这个名称 , 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

故。如果主张相同 , 在那里办 , 那一个人办 , 成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人都有

点固执 , 仲甫一定要拿去广东 , 你一定要拿来北京 , 都觉得太拘了一点。总之 , 我的意思

不拘 《新青年》 在那里办 , 或是停办 , 总该和和气气商量才是 , 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

岂可因此而大伤 , 《新青年》 如演起南北对峙的剧来 , 岂不是要惹起旁人的笑死 , 此点愿兄

细想一想 , 我不是说仲甫应该主张在粤办 , 你不应该主张在京办 , 不过仲甫的性情我们都

该谅解他的 ———他的性情很固执———总之我很愿意你等他的回信再决定办法 。如果你们还

是各立于两极端 , 我想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公决劝你们二位 (恐怕劝也

无效)都牺牲了 《新青年》 三个字吧! 停办了吧! 一个办法就是听你们两位一南一北分立

《新青年》 , 我们都不好加入那一方 , 这种结果都是宣告了 《新青年》 破产 , 我个人的主张

虽与仲甫的主张相近 , 但我决不赞成你们这样争 《新青年》 , 因为 《新青年》 如果是你的或

是他的 , 我们都可以不管 , 如果大家都与他有点关系 , 我们也不应该坐视你们伤了感情 ,

我想先把你给我的信交给玄同 、 豫才 、 起明 、 一涵 、 慰慈 、孟和 、抚五诸兄看过 , 看我们

还有调停的方法没有 。

守常

李大钊想居中调和 , 但已看出胡 、 陈之间 “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 , “我个人的主张与仲甫

的主张相近” , 表明了他的立场。

陶孟和致信胡适表示:“那第三个办法 , 照你所说的做去 , 我也很赞成。” (“新发现的一组

书信” 之九)李大钊还复信胡适 , 说明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的态度:“前天见了玄同 , 他说此事只

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 , ……起明 、 豫才的意见 , 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 , 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

彩。”② 北京同人虽态度不一 , 但都不希望损坏与陈独秀的交情 , 不愿意争议露布天下 , 这是他

们的底线 。

南北同人就编辑方式紧张磋商。南方同人主意已定 。1月 28 日 , 陈望道致信周作人 , 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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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表明态度:“大著小说三篇已登八卷六期;九卷一期稿 , 请设法搜罗一点来。诗稿也很缺乏 ,

也请先生尽力。胡适先生口说不谈政治 , 却自己争过自由:我们颇不大敢请教他了。但稿颇为

难 , 在京一方面 , 只有希望先生与豫才 、 守常 、玄同诸先生努力维持了 。先生病好点吗 ?很记

念着 。”① 一方面对胡适的政治倾向表示不满 , 将上海同人与胡适的思想分歧在同人圈内公开化;

一方面将撰稿希望寄托在周氏兄弟 、 李大钊 、 钱玄同身上 , 有意孤立胡适 , 这不啻示意北京同

人 , 上海不会交出编辑权 。

钱玄同已看出分裂不可避免 , 故 1月 29日致信胡适 (残):“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 , 还

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 , 大家感动 [ 情] 都不伤 , 自然不移;要是比分裂更伤 , 还是不

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 , 我无论如何 , 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

说的 。因为 《新青年》 的结合 , 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 , 不是办公司的结合 。所以思想不

投契了 , 尽可宣告退席 , 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 , 即 《新青年》 若全体变为 《苏维埃俄罗

斯》 的汉译本 , 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 、 陈望道 、李汉俊 、 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 , 我们也只可

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 `劳农化' 的杂志 , 叫做 《新青年》 , 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 , 断断不能要

求他们停板。这是玄同个人对于今后 《新青年》 的意见 。” ② 向胡适示意与上海脱离干系 , 听凭

《新青年》 变成 “ `劳农化' 的杂志” 。2月 1 日钱玄同再次致信胡适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十):

适之兄:

昨晚我接到你请人吃茶的帖子 , 我今天因为儿子患白喉未愈 , 亟须延医买药 , 下午四

时恐不能来 。

《新青年》 事 , 我的意见已详签注来函之末尾 , 又前星期六别有一信致足下。即使下午

能来 , 意见亦是如此 。至于决议之结果 , 我自然服从多数 。(若 “移京” 和 “别组” 两说 ,

各占半数之时 , 则我仍站在 “别组” 一方面 。)

还有要声明者:我对于 《新青年》 , 两年以来未撰一文 。我去年对罗志希说 , “假如我

这个人还有一线之希望 , 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 这就是我对于 《新青年》 不做文章的意

见。所以此次之事 , 无论别组或移京 , 总而言之 , 我总不做文章的 。 (无论陈独秀 、陈望

道 、 胡适之……办 , 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 , 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玄同　二月一日

话说到这一步 , 无异声明与此后的 《新青年》 完全脱离关系。实际上 , 七卷四号 (1920年3月 1

日)以后 , 钱玄同就因 “无兴致” (陈独秀语), 未发表文章 。钱玄同成为继刘半农 、 陶孟和之

后 , 表态退出的又一位代表性人物 。周作人致信陈望道云:“自从钱刘噤口以后 , 早已分裂 , 不

能弥缝。”③ 如是之谓也。刘半农 、 钱玄同与陈独秀关系疏远的情形似有区别:刘半农因为没有

“博士” 帽被同人挤走 , 远奔欧洲留学;而钱玄同主要是对日渐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不满 。

在北京同人不满浓厚的 “特别色彩” 时 , 南方编辑部也对胡适的政治倾向提出了质疑 , 这

就是陈独秀和陈望道诸人怀疑胡与研究系之间存有密切关系。怀疑最初出自 1920年 12 月 16日

陈独秀致胡适 、 高一涵的信和大概此后陈独秀致陶孟和的信。在前一信结尾 , 陈说:“南方颇传

·97·

《新青年》 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①

②

③

《关于 〈新青年〉 杂志的通信》 (二), 《陈望道文集》 第一卷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79 年 , 第

555—556 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 第 122—123 页。

周作人此语转引自 《关于 〈新青年〉 杂志的通信》 (四)《陈望道致周作人》 一信 , 《陈望道文集》 第一

卷 , 第 558 页。



适之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 , 且有恶评 , 此次高师事 , 南方对孟和颇冷淡 , 也就是这个原因 ,

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① 陈致陶的信现已不见 , 但从胡适回复陈独秀信所保留的底稿 (未署

时间 , 估约1920年12月底或次年初)看 , 陈致陶信有两点极为清楚:一是流露出与陶的关系极

为紧张的一面 , 这一点可能对陶孟和的情绪有一定剌激 , 陶孟和在 《新青年》 的最后一篇文章

是刊登在八卷二号 (1920年 10月 1日)上的 《六时间之劳动》 , 此后就再也看不到他的文章了 。

二是怀疑胡适与研究系存有密切关系。胡适在信中对此辩驳说:

你给孟和的信与给北京同人 (答我)的信 , 我都见了 。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 , 我实在

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 , 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 何以竟写出

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你信上有 “言尽于此” 的话!)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

在敌人包围之中 ?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 《世界丛书》 之后 , 他们改造 《改造》 是

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 “讲学” ———讲中国哲学史 ———是专对我们的? ……你难

道不知延聘罗素 、倭铿等人的历史 ? (我曾宣言 , 若倭铿来 , 他每有一次演说 , 我们当有一

次驳论。)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 , 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不过我要你知道 , 北京

也有 “徐树铮陆军总长 , 陈独秀教育总长” 的话 , 但我们决不会写信来劝你 “一失足成千

古恨……” !这事 , 我以后不再辩了!②

陈怀疑胡与研究系关系一事 , 在北京同人圈中很快传开 , 胡适的辩白信内容似也为同人所

知。钱玄同致信周氏兄弟表示:“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 , 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

中 , 这是他神经过敏之谓 , 可以存而不论 。 (所谓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议论 , 大概就是邵力

子 、 叶楚伧 、陈望道等人的议论。)”③ 李大钊复信胡适安抚道:“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 , 我们要

共同给仲甫写一信 , 去辩明此事 。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 , 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 , 交通 、 研究 、

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 , 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 , 便

不免引起点醋意 , 真正讨嫌!”④ 陶孟和致信胡适表态:“仲甫本是一个卤莽的人 , 他所说那什么

研究系底话 , 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 。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的感情 。

你以为然否 ?” “广东 、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世界 , 国民党和研究系 , 都是 `一丘之

貉' 。我想 , 仲甫本是老同盟会出身 , 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 , 一和他们接近 , 则冤枉别人为

研究系的论调 , 就不知不觉地出口了。”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九)北京同人对陈独秀的怀疑

颇不以为然。

1921年 2月 13日 , 陈望道致周作人函 , 将 《新青年》 南方同人对胡适的不满和盘托出 , 简

直有一吐为快之感:

我是一个北京同人 “素不相识的人” (适之给仲甫信中的话), 在有 “历史的观念” 的

人 , 自然格外觉得有所谓 “历史的关系” 。我也并不想要在 《新青年》 上占一段时间的历

史 , 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 , 对于招牌 , 无意留恋 。不过适之先生底态度 , 我却

敢断定说 , 不能信任 。但这也是个人意见 , 团体进行自然听团体底意志 。先生们在北方 ,

或不很知道南方情形 。其实南方人们 , 问 《新青年》 目录已不问起他了 。这便因为他底态

度使人怀疑 。怀疑的重要资料:《改造》 上梁先生某序文 , 《中学国文教授》 , 《少谈主义》 ,

《争自由》。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 , 其实何尝将他们文章撇下不登 。他们不做文章 , 自然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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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 , 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 。①

信中所云他们怀疑胡适的政治态度及其与研究系关系的证据:(1)梁启超在 《改造》 所刊 《前

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 (载 《改造》 三卷三 、四 、 五号)。此文系为蒋百里 《欧洲文艺复兴

史》 作序 , 开首即曰:“旧历中秋节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 , 适之曰:`晚清今文学运动 , 于

思想界影响极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 , 宜有以记之 。' 适蒋百里著 《欧洲文艺复兴史》 新成 , 来

索序 , 吾受而读之 , ……吾泛泛为一序 , 无以益其善美 , 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 ,

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思所以自淬砺也 。” 将序文之深意与胡适的建议联系起来 。文中对胡适考

证学成就大加奖励:“绩溪诸胡而后有胡适者 , 颇能守清儒治学之方法 , 俨然正统派之硕果

焉。”② (2)胡适在 《每周评论》 (第 31号)发表的 《多研究些问题 , 少谈些 “主义”》 一文 。随

后研究系成员蓝志先发表 《问题与主义》 , 李大钊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 , 胡适与马克思主义

者的思想分歧初露端倪 。(3)1920年 8月 1日胡适领衔与蒋梦麟 、 陶履恭 、 王徵 、 张祖训 、李

大钊 、高一涵联名在 《晨报》 发表 《争自由的宣言》 , 表现胡适对政治的新觉悟:“我们本不愿

意谈实际的政治 , 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

可走的时候 , 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 , 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 , 不会有真共和实

现。” 表现了胡适等对西方式民主共和制的追求 。对这三例的不同看法 , 足见 《新青年》 南方同

人与胡适之间存在深刻的思想分歧 , 胡适与陈独秀 、 陈望道的思想分裂已难以弥合 。

五 、 《新青年》 的归宿:成为中共的理论机关刊物

1921年 2月上旬 , 《新青年》 编辑部在法租界被搜查 , 并被勒令停办 。2月 11日 , 陈望道致

信周作人 , 迅即通报此事:“新青年社在阴历年关被法捕房没收去许多书籍 , 又罚洋五十元 , 并

且勒令迁移。这事究从何方推动 , 于今还未分明 。但事业仍是要进行的。你以为怎样 ?”③ 接着 ,

2月 13日陈望道致信周作人 , 表示:“所谓 `周氏兄弟' 是我们上海 、 广东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

同感谢的 。多如先生们病中也替 《新青年》 做文章 , 《新青年》 也许看起来 , 象是 `非个人主

义' , `历史主义' , 却不是纯粹赤色主义或 `汉译本的 Sovie t Russia' 了 !”④ 以刊登周氏兄弟的

作品 , 说明 《新青年》 “却不是纯粹赤色主义或 `汉译本的 Soviet Russia' ” , 对胡适的观点作了

反驳 , 借以说明上海有意实行陈独秀 1920年 12月 16日定下的基调:“稍改内容” 、 “趋重于文学

哲学” 、争取 “北京同人多做文章” 。

2月 15日 , 陈独秀分别致信胡适 、 周氏兄弟 , 通报 《新青年》 将移粤出版。给胡的信谓:

“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 《新青年》 移北京 , 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

《新青年》 已被封禁 , 非移粤不能出版 , 移京已不成问题了 。你们另外办一个报 , 我十分赞成 ,

因为中国好报太少 , 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 , 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 。而且在北京出版 ,

我也不宜做文章 。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 。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 , 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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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新青年〉 杂志的通信》 (四), 《陈望道文集》 第一卷 , 第 558页。



不可忘却的忠告 , 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

候病十分好了 , 不可上课 、做文章 , 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① 一方面对前此南北同人的讨论

作出最后决断 , 明确表态坚持此前 “不赞成 《新青年》 移北京” 的态度;一方面在政治上忠告

胡适不要被北京的 “政客所利用” , 仍希望胡与研究系和北洋政府划清界限 , 并表示自己不能给

胡新办的报刊投稿。而同日致周氏兄弟的信 , 陈独秀则另有一番表示:“ 《新青年》 风波想必先

生已经知道了 , 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 ,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 , 惟有求助于你两位 , 如

何 , 乞赐复。”② 将与北京同人合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周氏兄弟身上。据陈望道 、 沈雁冰两人回

忆 , 《新青年》 后来并未移粤出版 , 仍在上海印刷 , 只是换了承印商 。③

对于陈抛出的绣球 , 病情好转的周作人 2月 25日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十一)、 2月 27

日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十二)两次致信李大钊 , 作了积极回应:

守常兄:

来信敬悉。 《新青年》 我看只有任其分裂 , 仲甫移到广东去办 , 适之另发起乙种杂志 ,

此外实在没有法子了 。仲甫如仍拟略加改革 , 加重文艺哲学 , 我以力之所及 , 自然仍当寄

稿。适之的杂志 , 我也很是赞成 , 但可以不必用 《新青年》 之名 。《新青年》 的分裂虽然已

是不可掩的事实 , 但如发表出去 (即正式的分成广东 、 北京两个 《新青年》), 未免为旧派

所笑 。请便中转告适之。

弟作人　1921年 2月 25日

守常兄:

来信敬悉。关于 《新青年》 的事 , 我赞成所说第二种办法 , 寄稿一事 , 我当以力量所

及 , 两边同样的帮忙 。我本赞成适之另办一种注重哲学文学的杂志 , 但名称大可不必用

《新青年》 , 因为:

(1)如说因内容不同 , 所以分为京粤两个 , 但著作的人如仍是大多数相同 , 内容便未

必十分不同 , 别人看了当然觉得这分办没有◆◆必要 。(如仲甫将来专用 《新青年》 去做宣

传机关 , 那时我们的文章他也用不着了;但他现在仍要北京同人帮他 , 那其内容仍然还不

必限于宣传可做了。)

(2)仲甫说过 《新青年》 绝对为 “洋大人” 所不容 , 在京也未必见容于 “华大人” , 这

实才是至理名言 。我看 “华大人” 对于 《新青年》 的恶感 , 已经深极了。无论内容◆◆如

何改变 , 他未必能辨别 , 见了这个名称当然不肯轻易放过 , 这并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 , 前

年的 《每周评论》 便是一个实例。

所以我希望适之能够改变意见 , 采用第二种办法。但北京同人如多数主张用 《新青年》

的名称 , 我也不反对。以上所说 , 只是个人的意见 , 以备发挥而已 。豫才没有什么别的

意见 。

弟作人　1921.2.27

这两封信都保存在胡适手中 , 应是李大钊传阅 , 说明他有意让胡适知道周氏兄弟的态度 , 希望

胡与上海 《新青年》 编辑部继续合作 , 撰写文艺哲学一类的文字。

在陈独秀及上海编辑部积极争取周氏兄弟稿件的同时 , 胡适对周氏兄弟亦倾力相助 。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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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新青年〉 问题的几封信》 之六 ,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甲编 , 第 13 页。

鲁迅博物馆供稿 、 陆品晶注释:《陈独秀书信》 之四 , 《历史研究》 1979 年第 5 期。

参见宁树藩 、 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 附记 , 《复旦学报》 1980 年第 3

期。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上册 , 第 201 页。



力荐周作人担任燕京大学国文门主任 , 拉近与周氏兄弟的距离 。1921年 2月 14 日 , 胡致信周作

人 , 开出燕大聘请的优厚条件 。① 第二年周作人接受了燕大的聘任。同年 8月 , 胡还为介绍周建

人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而奔走 , 向高梦旦 、 钱经宇打招呼 ,② 解决了周建人的工作问题。周氏兄

弟一时成为南北同人争取的对象。

从八卷五号 (1921年 1月 1日), 直至九卷六号 (1922年 7月 1日), 陈望道是上海编辑部

的主要成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 , 陈望道是这一时期的 “主编” , 陈本人垂暮之际亦作此

说 , ③ 实则值得商榷。不管从资望 、 学力 , 还是从 《新青年》 这一段作者 (特别是北京同人)的

聚集 , 陈都难负主编名望 。《新青年》 此前的惯例只有陈独秀被称为 “主编” , 陈独秀任主编是

与 “主撰” 联结在一起 , 后来担任主编的瞿秋白也是如此 。实行同人轮流编辑制时 , 担负每期

编辑者亦不仅承担约稿 、编稿任务 , 而且常常为本期内容的主要策划者和重头文章的炮制者 。

即使如此 , 他们也不负 “主编” 之名。陈望道在 《新青年》 上只发表过译作 《劳农俄国底劳动

结合》 (日本山川均著 , 八卷五号)、 随感录 《性美》 、 《女人压迫男人的运动》 、 《从政治的运动

向社会的运动》 (八卷六号)、演讲 《文章底美质》 (九卷一号)几篇并不起眼的文字 。显然 , 陈

望道实际负责的应只是上海编辑部的工作。从袁振英的回忆看 , 陈独秀当时仍负主编之名 , 且

有广州编辑部之设。④ 陈望道 《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 (1956年 6 月 17日)、 茅盾 《回忆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57年 4月)、 李达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 (1954年 2月 23

日)等文 , 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和说法。⑤ 陈望道担任 《新青年》 主编的提法似不宜沿用。

九卷一号没有发表新的宣言 , 也没有显示新的变更迹象 。整个九卷仍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

但削减了原 “俄罗斯研究” 专栏的篇幅 。总览八卷五号至九卷结束 , 大体是按照陈独秀 1920年

12月 16日离沪赴粤时定下的方针 “稍改内容” 、 “趋重于文学哲学” 、 争取 “北京同人多做文章”

行事 。这样在九卷上 , 仍看到鲁迅的散文 《故乡》 、译作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日本菊池宽)、

《狭的笼》 (俄国埃罗先珂);周作人的 《杂译日本诗三十首》 、 《病中的诗》、 《山居杂诗》 和译作

《颠狗病》 。胡适也发表了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 《死者》 (九卷二号)、 《国语文法的研究

法》 (九卷三 、四号)、 《平民学校校歌》 、 《希望》 (九卷六号), 其诗作格调明显倾向进步 、革

命 , 发表在 《新青年》 上颇协调 , 表明胡适接受李大钊的意见 , 采取了类似周氏兄弟的态度和

做法 。北京同人李大钊 、 高一涵 、 王星拱 、 朱希祖等继续有诗文发表 , 远在法国的刘半农也刊

发了 《伦敦》 、 《奶娘》 等诗作 。这样一来 , 八卷以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 社会主义讨论 、

“俄罗斯研究” 、 社会问题和随感录一类栏目 , 几乎都由新加入的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所包揽 , 占有主导地位;而诗歌 、 小说 、 戏剧 、 文学评论这类文艺作品 , 则主要为胡适 、 周氏

兄弟等北京作者所提供 , 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种南北同人共存的格局维持到第九卷结束 。

1921年 9月 1日出版九卷五号后 , 停刊近十个月 , 直到 1922年 7 月 1 日补齐第六号后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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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致周作人》 , 耿云志 、 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 上册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274—

275页。

参见 《致周作人》 , 《胡适书信集》 上册 , 第 294 页。

参见宁树藩 、 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

《复旦学报》 1980 年第 3 期。

参见 《袁振英的回忆》 (1964 年 2—4 月), 《 “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

编》 (二), 第 473页。《新青年》 八卷六号 《本社特别启事》 亦谓 “本社以特种原因已迁移广州城内惠

爱中约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 。

均收入 《 “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二)一书 。



刊。停刊的原因是上海编辑部发生一次重大事故 , 时在编辑部的茅盾对此回忆道:“这年残冬 ,

渔阳里二号被法捕房查抄 , 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梅 , 以及当时适在陈寓的包惠僧 、 杨明斋 、 柯怪

君 (庆施)也被带到法捕房拘押。第二天上午九时初审 , 陈夫人当堂开释 。当天黄昏 , 陈独秀

取保释放 , 包惠僧等三人于五天后才保释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对此事出了力的。他请一个外国

律师为陈独秀辨护。结案的罪名是:《新青年》 有过激言论 , 妨害租界治安 , 姑念初犯 , 罚款五

千元以示警戒。陈独秀何来五千元 ?这笔钱也是马林出的。”① 当时被捕的包惠僧对此事亦有类

似的详细回忆。②

《新青年》 这次停刊是创刊以后停刊时间最长的一次。新青年社独立以来 , 连遭三折 。先是

北京政府要求查禁 “停版” , 继遭法捕房查禁罚款 , 再遭此次勒索 , 其境遇可想而知。陈独秀说

《新青年》 在上海 “绝对为 `洋大人' 所不容” , 周作人称在北京 “也未必见容于 `华大人' ” 。

陈独秀在北京因遭受 “华大人” 的压迫出走上海 , 没想到在租界又遭受 “洋大人” 更为严重的

压榨 , 最后只能求助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帮助 。经此 “劫难” , 陈独秀和 《新青年》 的命运与

共产国际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23年 6月 15日 , 《新青年》 (季刊)复刊 , 由瞿秋白主编。《本志启事》 痛陈道:“本志自

与读者诸君相见以来 , 与种种魔难战 , 死而复苏者数次;去年以来又以政治的经济的两重压迫 ,

未能继续出版 , 同人对于爱读诸君 , 极为抱叹。” “政治的压迫” 可想而知 , “经济的压迫” 则说

明此时或经费不足 , 或销路不畅。 《新青年》 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此后 , 不仅胡适 、周作人 、

鲁迅 、刘半农 、 高一涵 、 张慰慈在内的绝大部分原同人与 《新青年》 绝缘 , 而且陈望道 、李汉

俊 、沈玄庐 、李达 、 沈雁冰 、 陈公博 、 袁振英 (震瀛)也离开了这个舞台 , 就连李大钊也未再

出现在 《新青年》 的作者名单里了 。代之而起的是瞿秋白 、 彭述之 、郑超麟 、 蒋光赤 、 任卓宣 、

任弼时等年轻的共产党理论家。陈独秀继续在 《新青年》 发表具有政治指导意见的文章 , 直到

终刊 。

结　　语

陈独秀是 《新青年》 的灵魂人物。从在创刊号发表 《敬告青年》 , 到最后一期刊出 《世界革

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 在数百位作者中 , 他是唯一与 《新青年》 相始终的作者 。他办刊的基

本思想是:“凡是一种杂志 , 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 , 才有发行底必要;若

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 , 东拉人做文章 , 西请人投稿 , 像这种 `百衲' 杂志 , 实在是

没有办的必要 , 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③ 按这种设想 , 他从创刊 《青年杂

志》 , 对该刊明确定位 , 前三卷吸收皖籍作者;到四至六卷交给同人轮编 , 转为同人刊物 , 把

《新青年》 变成北大教员和学生宣传新思潮的核心阵地;再到七至九卷 , 办 “劳动节纪念号” ,

设 “俄罗斯研究” 专栏 , 开展社会主义讨论 , 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安排进入编辑部;最后

把 《新青年》 变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 , 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理论家 。在 《新青年》

这场大剧中 , 陈独秀集编剧 、 导演 、演员为一身 。根据剧目的要求 , 他不断寻找演员 、选择演

员 、 更换演员。他始终主导剧情发展 , 步步推进 , 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壮观的戏剧 。陈独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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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这种既长且深的特殊关系 , 使他在各个阶段 , 都扮演了他人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 。陈

的个人意志对 《新青年》 办刊理念的演变和取向起有关键性作用 , 这一点在从同人刊物转变为

中共机关刊物时尤为明显 , 过去人们对此似估计不足 。

在从同人刊物向中共机关刊物的转变过程中 , 陈独秀与胡适不仅存在思想分歧 , 即马克思

主义与实验主义 (自由主义)的分歧 , 而且对办刊方向意见不一。两人对 《新青年》 控制权的

争夺渊源于此。如何看待八卷以后显现的 “特别色彩” , 北京同人 (甚至包括李大钊)都不同程

度地倾向胡适的意见 , 不希望 《新青年》 完全变成一个宣传 “特别色彩” 的刊物。这些人有的

并不是出于反对马克思主义 (如周氏兄弟), 而是基于对办刊定位的要求 , 即希望保持原有文艺

思想刊物的特性;有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持不同意见 (如胡适 、 陶孟和 、 钱玄同),

希望减少或完全没有苏维埃色彩 。这两类人在 《新青年》 转变为宣传社会主义和俄罗斯革命为

主的刊物后 , 表现稍有不同:周氏兄弟与陈独秀 、 陈望道频繁书信往来 , 继续供稿 , 使 《新青

年》 得以存留 “思想文艺” 的色彩 。钱玄同 、 陶孟和则基本上没有再发稿 , 胡适虽然继续发表

作品 , 但份量相对减少。陈独秀 、 李大钊 、 陈望道之所以同意减少 “特别色彩” , 给北京同人保

留发表空间 , 可能与其对 《新青年》 的生存和销路的顾虑有关 , 毕竟胡适 、周氏兄弟和其他北

京同人的文艺作品能够吸引一批读者 , 持续刊物原有的影响力 。

《新青年》 同人在面临编辑确定和办刊方向分歧时 , 主要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意见 , 这是一种

比较理性 、和缓 、稳妥的方式 。书信毕竟是一种具有私秘性的交流方式 , 绝不同于公诸报端 、

撕破脸皮的公开论争 。这说明 《新青年》 同人对已经结成的情谊相当珍惜 , 不愿因思想分歧而

伤害感情 。以往人们在研究 《新青年》 时 , 将书信与报刊公开争论甚至论战等量齐观 , 显然有

背实情。

胡适与陈独秀 、 李大钊在思想上分道扬镳后 , 仍受到陈 、 李相当的制约。胡适创办 《努力

周报》 时 , 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离心倾向的评判 , 由于李大钊来信的忠告 ,① 态度有一定调整 。

在善后会议上 , 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党人的批评 , 胡适不得不与北京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1925年

2月 23日 , 陈独秀为胡适参加善后会议事 , 致函胡适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十三):

适之兄:

顷读你十日夜回信 , 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 , 特此谢罪 。惟此次来函说 “一时的不

愉快” , 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 , 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 , 一笑。我并不反对你参加

善后会议 , 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 , 所以这些话都不必说及 , 惟有两层意思 , 还要向

你再说一下 。(一)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 , 无论可能与否 , 终要尝试一

下 , 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 , 只准备 “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

来” , 还太不够 。(二)接近政府党一层 , 我们并不是说你有 “知而为之” 的危险 , 是恐怕

你有 “为而不知” 的危险 , 林 、汤及行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 我辈书生 , 那是他们的对手 !

你和他们三位先生合办一日报之说 , 是孟邹兄看了 《申报》 通信告诉我的 , 既无此事 , 我

们真喜不可言。又 《申报》 《新闻报》 北京通信都说你和汤 、 林为段做留声机器 , 分析善后

会议派别中且把你列在准安福系 , 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 , 然而适之兄! 你的老朋友

见了此等新闻 , 怎不难受 !

我说了这一大篇 , 然而有何方法解决这问题呢 ?我以为只有继续办 《努力周报》 , 以公

·103·

《新青年》 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① 《李大钊致胡适》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 , 香港:中华书

局 , 1985 年 , 第 442 页。



布你的政治态度 , 以解释外面的怀疑。

《努力》 续出 , 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 , 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 , 现在在

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 , 似不可放过此机会 , 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

匆匆 , 不尽所欲言。

弟仲甫上　二月廿三日

在一些重要政治关头 , 陈独秀 、李大钊都会向胡适通报共产党的态度 , 对胡施加影响 , 这

对胡适的政治态度自然构成一种约束 。在同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中 , 如在 “科学与人生观” 论

战中对玄学派的斗争 , 在历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对东方文化派 、 本位文化论者的斗争 , 他们虽各

持己见 , 但还维持了同盟关系 。在 《努力周报》 创刊时发表的由胡适起草的 《我们的政治主张》

中 , 还有李大钊 、高一涵的签名。这说明 , 在 “五四” 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 胡在政治上并未与

陈独秀 、 李大钊这些共产党老朋友为敌 , 而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友情甚至合作 。

《新青年》 同人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的人生经历和交谊 , 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重大变故

时表现得尤为突出。1927年李大钊遇害后 , 1930 年 9 月亚东图书馆出版 《胡适文存三集》 , 胡

适在扉页上特别题写 “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 , 李大钊被置于首位。时值国民党统治 , 胡适

并不畏惧公开自己与这位共产党亡友的密切关系 。1933年 5月 , 鲁迅为 《守常全集》 出版撰写

题记 , 表达敬重之情 。1930年代陈独秀被捕下狱 , 胡适在北大公开演讲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1932年 10月 29日), 表彰这位老朋友对 “文学革命” 的 “三个大贡献” 。鲁迅则在 《我怎样做

起小说来》 中 , 特别感念陈独秀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提携之功。1934年 7月 14日刘半农去世 , 鲁

迅特作 《忆刘半农君》 , 悼念这位 《新青年》 的战友 。胡适 、 周作人 、 钱玄同 、 陶孟和敬献挽

联。① 1936年 10月 19日鲁迅逝世 , 钱玄同发表 《我对周豫才 (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 , 陈

独秀发表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 还原鲁迅在 《新青年》 中的历史形象 , 肯定鲁迅的文学创作成

就。当苏雪林致信胡适 , 借机谩骂鲁迅 , 没料到胡适的回复竟是:“凡论一人 , 总须持平 。爱而

知其恶 , 恶而知其美 , 方是持平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 , 如他的小说史研

究 , 皆是上等工作。”② 劝阻苏的不当行为 。这些都见证了 《新青年》 同人之间的情谊。编撰

《新青年》 这一人生经历已是他们难以割舍 、 永不忘怀的群体记忆。

“新发现的一组书信” 之九 , 从笔迹和内容看 , 作者有可能为陶孟和或钱玄同 , 本文倾向于

陶孟和 , 特此说明。

〔作者欧阳哲生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李红岩　雷家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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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heo ries and methodology fo r historical geog raphy , leading such studies f rom mere

annotation o f the classics into specialized geog raphy.To a large deg ree , thei r ef fo rts also directed

the focus of geog raphical studies in ancient China tow ard historical examination.

Monopolies and Government Contracts:Trade in Qing Dynasty Chongqing Seen from the Records of

Legal Cases in Baxian FAN Jinmin(59)

Historical reco rds in Bax ian show that at ce rtain times and places in Qing dynasty

Chongqing , ya hang (agencies), sto res , workshops , providers of dai ly services and transport

pro viders all had to accept g overnment contracting .In return for their oblig ations , businessmen

were given co rresponding rights , which included (a)f ranchises in st rict ly delineated areas;(b)

st ipulating or st ressing that all t ransact ions must be done through guilds to pro tect the interests

of guild members;and (3)allowing contractor s a monopo ly in the contracted business.The

county court o f Baxian took maintenance of these right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in t rying legal cases

invo lving businesses.These obligat ions and rights w ere complementary , and show clear

dif ferences f rom tho se in o ther areas , especially areas like Jiangnan w i th thei r mo re developed

commodi ty ci rculation.

Editorial Evolution of La Jeunesse:an Examinat ion Based o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el low

Contributors OUYANG Zhesheng (82)

The transit ion o f La Jeunesse [ X in Qingnian 新青年 or New Youth ] f rom an insider

magazine to the journ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 f China w as a signif icant symbolic event in the

May Four th period.Fellow contributo rs exchanged view s on how the magazine should be edited

and wha t direct ion it should take in co rrespondence which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 f their ideas

and their f riendship.An examination o f some crit ical points , such as the editing o f the f irst six

volumes , the fi rst discussion of edi to rial method af ter Chen Dux iu arrived in Shanghai , the take-

over o f the magazine by the Communist g roup in Shanghai f rom the fi rst issue of the eighth

volume , the second discussion on editorial method af te r Chen lef t Shanghai , Chens skepticism

about the relat ionship betw een Hu Shi and the Research Society , and the magazines final

t ransi tion into the journal of the Communist Pa rty o f China , may reveal the evo lution of La

Jeunesse and cor rect previous inaccuracies.

Revolution , Law and Temple Property:a Study of the Tieshan Temple Case in Republican Beiping

FU Haiyan(105)

In September 1929 , the Tieshan Temple , a w ell-known Buddhist temple in Beijing , was

occupied and turned into a school by the Beiping Tro lleybus WorkersU nion backed by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 leading to a three-year law suit over the temple property .This

case highlights the actual condi tions and complexi ty of conflicts over temple property in modern

times.A discussion of the case f rom the pe rspective of revolution , law , polit ical parties and

temple property may provide clues to understanding the int ricate relat ions between the state ,

relig ion ,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ety in mode rn China.

·191·

H ISTORICAL RESEARCH NO.3 , 2009


